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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呈现大幅下降趋势。文章试图探讨劳动参与性别不平等的群体差

异模式，检验性别因素与其他影响劳动参与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以此理解已婚女性劳动参与扩大化的趋势。文章基于情境

理性行动者分析框架，将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看作一种社会经济行动，其选择是制度与物质环境及由制度环境与物质环

境交互作用型塑之资源和偏好影响 /型塑的结果，是一种情境理性下的选择。以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2014 年全国抽样

调查数据( CFPS) 为依托，对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后发现: 劳动力市场中的正式组织结构和制度、

来自家庭及亲友的社会支持、劳动力市场机会结构以及个体在结构和制度约束下的选择偏好( 性别角色观念) 共同型构了女性

的劳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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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bor participation of urban married women declined rapidly since 1990． Focus on gender inequality in group difference of

labour participation，and interaction of gender factors and other factor’s influencing labor participation，the research try to understand the

trends of enlarger gender gap of participation． Using CFPS2014 data and guided with context bounded raitonality actor framework，this

research find that married women’s labour participation is construct by the results of interaction of form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 in labour market，social support from family and kinships，opportunity structure of labor market，preference( gender attitude)

constrains by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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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对女性、家庭与社会有

广泛而深远的意义。研究表明: 女性劳动参与率的
提高能改善她们的收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

等，有效提升其在家庭中的决策权与议价能

力［1］(PP76－108)［2］(PP179－291) ，同时对降低生育率、提高女婴存
活率、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等都有积极影
响［3］(PP71－85)［4］(PP369－387) ，对削弱性别歧视也有积极作

用［5］。因此，促进女性劳动参与成为重要的研究
议题。
与一些西方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在近几十年的

逐步上升［5］不同，20 多年来中国女性虽在教育上取
得长足进步［6］［7］，但其劳动参与却自 20 世纪 90 年代
中期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6］［8］［9］。CFPS2010 数
据显示，16 岁及以上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 64． 3%，
比男性低约 15%，性别比为 0． 8。“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数据统计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为 63． 7%，男性
为 78． 2%，性别比也是 0． 8［10］。通过对第四次、第五
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发现，21－55岁
城镇劳动适龄女性的平均劳动参与率从 1990 年的
85． 25%下降至 2000 年的 74． 87%［6］; 25－49 岁黄金
劳动年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明显，从 1990 年的
91． 00%下降到 2000 年的 87． 60%，2010 年则下降
到 83． 20%［11］。

寻找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因素是社会学研究

的重要内容。
一种宏观视角认为，经济和社会结构、制度安

排、社会规范或文化对女性劳动参与有影响。对
2001－2010 年中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
板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与经济发展紧密关联的一些

指数，诸如城镇失业率、资本产出比、贸易开放程度等
与女性劳动参与密切相关，经济发展能促进女性劳动

参与［12］。但实际情况是，20 多年的经济发展并没有
带来女性劳动参与的上升，反而呈现出下降趋势。
一种转型理论认为，存在“女性化 U 形假设”

( feminization U hypothesis) ，即女性劳动参与和经济
发展之间存在 U形曲线关系，在农业社会向现代社
会的转型过程中，女性劳动参与率是一个先降后升

的过程［13］。中国从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

型是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主要原因［8］。
一种微观视角认为，必须把家庭纳入其中来认

识女性劳动参与，包括家庭经济水平、家庭照料责任
( 孩子数量、婚姻状况、父母是否同住等) 、女性自身
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性别观念等因素对其劳动
参与产生的影响［6］［11］［14］(P272) ，并由此形成几个互为竞

争的研究假设。
一是家庭资源说。人们的经济生活以家庭为基

本单位，女性劳动参与受到家庭经济水平的影响。
家庭总收入越高，通过女性有偿劳动满足家庭消费

需求的边际效应就会越低，女性的劳动参与决策也

就体现出越强的自主性。家庭总收入较低会成为刺
激女性就业的动机。这种观点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
都获得了证实［6］［15］(PP381－394)［16］［17］。

二是家庭责任说。家庭照料责任理论强调，女
性是家务劳动和照料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女性的婚

姻状况、家务劳动、需要照顾的家庭成员数量，均对
女性的劳动参与造成影响。有研究发现，以是否有
未成年子女、子女数量、婚姻状态等为衡量指标的家
庭照料责任越大，越不利于女性的劳动参与［14］(P272)。
家庭照料责任显然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重要微观

因素［18］(PP221－241)。国外学者对东亚一些国家的研究发
现，在东亚儒家文化背景下，韩国和日本女性结婚以

后，为了照料家庭和承担家务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

象较普遍［19］(PP1099－30)。国内学者的一系列研究表明，

女性在家庭领域的主导角色正在强化，导致了其劳

动参与率的下降［6］［20］。

三是教育促进说。一些学者认为，个体在劳动力
市场中的机会大小取决于他( 她) 的人力资本( 知识和

技能) 投入。女性受培训( 教育和工作经验) 越多，其
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预期收益就越高，退出劳动力市场

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也就越不可能退出劳动力市

场，即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越有可能进入劳动力市

场。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促进女性的劳动参与几乎
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6］［14］(P272)［20］。但既有的研究仅从
教育带来经济利益多少和机会成本大小的角度解释

教育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如果真是如此，又如何

解释在女性教育获得日渐与男性相同的情况下其劳

动参与却下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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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性别观念说。国外有研究认为，女性就业更多
地与平等的性别角色态度相关［21］(PP221－227)［22］(PP559－569)［23］(PP759－779)。

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中国最近 20 年出现了
性别观念回归传统的现象，如根据第一期( 1990
年) 、第二期( 2000 年) 和第三期( 2010 年) 中国妇女
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以“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
应该以家庭为主”为例，受访者对这一说法的认同率
从 1990 年的 44． 2%上升到 2000 年的 47． 5%、2010
年的57． 8%［24］［25］［26］［27］［28］。传统性别规范回潮、女性在
就业市场中的境遇下降( 性别歧视和性别不平等加

剧) 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使得诸多女性选择

回归家庭［29］，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30］。

上述研究对理解女性劳动参与的变化有重要贡

献，但需要询问的是，为什么面临同样家庭照料责任的

女性会有差别化的劳动参与选择? 在劳动参与或者不

参与的解释上，如何看待不同学者利用不同数据从不

同立场提出的观点? 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之间的关系

如何? 微观视角各种不同论争之间的关系如何?

本文努力尝试的是: 其一，试图以夫妻配对样本

数据为基础，将影响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重要“他
人”———丈夫的市场境遇和偏好纳入分析框架，以此
避免过往分析女性劳动参与时仅用个体层面数据的

不足;其二，在理论视角上，试图整合上述诸多理论视

角，认为女性劳动参与由单因素决定的看法都可能面

临曲解事实的危险。本文的立场是相信宏观与微观因
素、社会市场转型历程、家庭因素、个人人力资本和性别
观念的因素会共同作用于女性的劳动参与选择，并通

过一个情境理性劳动参与的分析框架，对上述诸要素

之间的关系进行勾连。女性的劳动参与是一种社会经
济行动，其参与选择受制于制度与物质环境及由制度

环境与物质环境交互作用型塑的资源和偏好的影响，

是一种情境理性( context bounded rationality) 下的选择。
本文经验层面上的研究问题是: 城镇已婚女性

的劳动参与决策在何种情形下做出? 已婚承担家庭

照料子女责任特别是家有学龄前儿童的女性劳动参

与何以可能? 相比于那些没有学龄前子女的女性，

其劳动参与的决定模式有何不同?

二、情境理性劳动参与:一个分析框架
在探讨社会转型期国有企业工人地位和利益受

损后的行动选择及其制约因素时，本文作者提出了

情境理性的行动者分析框架，强调对行动的分析需

要考虑个体的感受与选择，但这种感受与选择受制

于制度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影响［31］。本文认为对于已
婚女性的劳动参与而言，也可以从情境理性的理论

视角进行分析。情境理性中的理性，强调女性的劳
动参与是由其特定的库存知识和关联系统的角度来

看的理性，是一种在情境中合乎情理的理性。情境
理性中的情境，是指女性的劳动参与选择受制于跨

越时空的互动脉络中其所处的制度环境、物质环境
以及由此型塑的资源影响。女性是劳动参与行动的
主体，她们会随时随地对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与物质

环境进行解释和谋划，制订出自己的行动策略，做出

自己的行动选择，情境为她们的劳动参与行动划定

了选择的范围。情境要素包括三大类: ( 1 ) 制度环
境，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其中正式制度主要

关注组织劳动的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主要关注来

自家庭及亲友的社会支持; ( 2) 物质环境，本文主要
关注经济特性( 如经济发展水平) 和市场状况( 如劳

动力市场是需求约束型的还是供给约束型的) ，它们

共同型塑了已婚女性可以进行劳动选择的劳动力市

场机会结构; ( 3 ) 由制度环境与物质环境交互作用
型塑的资源( 个体性资源与家庭资源) 与偏好( 性别

角色规范) 。性别角色规范型塑着制度和结构条件
下具有一定资源行动者的行动选择。女性个人认可
的性别规范也是夫妻互动实践情境中的性别规范，

丈夫的性别规范也会对妻子的性别规范进行调节，

并影响资源的使用以及劳动参与的决策。
( 一) 组织劳动的制度安排

组织劳动的制度安排是指社会就业以何种理论

为指导、以何种规则和程序进行安排与组织的一系
列约束。在宏观层面上，与国家干预劳动的方式有
关，一般由国家或相关权力机构制定以约束人们的

劳动行为，表现为与人们参加社会劳动、建立劳动关
系直接有关的一系列办事程序、规章和规定。在微
观层面上，表现为与劳动就业直接有关的各种办事

程序、规章和规定及实施监督机制。中国计划经济
时期劳动就业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是以劳动指令性

计划为龙头的三位一体的结构，即由劳动计划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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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体制和用工制度三部分构成，而劳动者就业、辞
退等安置的计划性与行政性则为就业体制的核心。
传统劳动行政计划的主要特征是指令性“人头”计
划; 传统就业体制的主要特征是“统包统配”; 传统
用工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国家固定工制度，即终身

制［32］。三位一体的就业制度安排在微观层面上表现
为单位制，各类企事业单位在人事、生产和福利等方
面接受国家的管理和分配，在用人上企业主要接受国

家的配置安排。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
家以行政手段在商业、服务业普遍推行以女替男的政
策，政府劳动部门在审批企业用工计划时采用男女搭

配的做法，以保证各行业的女性比例。这样，在“统包
统配”的就业制度下，以单位制为依托，城镇妇女的就
业基本上由国家直接安排在各类公有制企业中，在

“高就业、低工资、低效益、低素质”的就业格局下，城
镇女性劳动年龄人口基本上实现了普遍就业，女性劳

动力参与率超过 90%，女性劳动力几乎占总劳动力的
半数( 48% ) ，保持了罕见的高参与率。
市场化转型重构了组织劳动的制度安排。一是

劳动组织方式的转变，从有计划配置向市场化就业迈

进。二是对单位制的改造，即国有企业制度变革，进
行产权变更与激励机制的重新设定，传统的单位制逐

渐瓦解，大部分国有企业被推向市场，用工自主权也

不断扩大。20世纪 90年代末的国有企业改革致使大
量工人下岗，其中主要以中年人和女性为主［33］，他们

中的一部分人，通过政府的“再就业”工程重新找到了
工作，但大多数进入的是非公有部门的某些行业和职

业［34］［35］。三是改制后的企业市场化运行。企业行为日
益以市场需求和竞争机制为导向，更少依赖政府的行

政指令行事。国有企业尽管仍需受政府行政指令的影
响，但执行力度也不再是铁板一块，特别是在 20 世纪
90年代以后这种转型更加明显，国有企业在招工、激励
和解雇工人方面具有越来越多的市场化特征。
三个方面的劳动组织制度安排转变对于女性劳

动参与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国家保护机制逐步退出，

企业自主权增大，劳动力市场配置取代行政配置导致

的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表现为: 一是体制内劳动
力市场的逐步发育和成长，即国有企事业单位通过各

种制度变革( 尤其是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 对新招用

的工人与原来的固定工等用工行为的市场化; 二是体

制外劳动力市场的催生与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新兴部门的发展和市场空间的生成，农村大量的劳动

力和一部分城镇劳动力逐渐由市场来配置，催生了中

国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发展成长和企业用工制度的市

场化，形成了所谓的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
配置机制是一种效率优先的市场机制，这种机制取代

了国家主导的再分配机制，女性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

势地位，在面临生育和家庭责任压力时，如果缺乏家

庭支持，则不得不退出劳动力市场［6］［8］［16］［36］［37］［38］。
( 二) 生计与家庭支持

家庭在传统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

位，是重要的维系生存的单位。梁漱溟先生认为，中
国社会是家庭本位的［39］，社会团结首先是家庭( 家

族) 的团结，是靠差序格局形成的社会支持体系［40］。
家庭本位文化型构了个人与家庭、小我与大我的责
任、义务关系，形成了情境化的社会支持关系。王思
斌认为，这种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团结强调家庭( 家

族) 的整体性，鼓励小我对大我的责任，包括小我对

大我的拖累。这是一种家庭( 家族) 对其成员表示
关爱、个人对家庭( 家族) 尽力贡献的关系结构。共
同的生活、时空的一致性使家庭( 家族) 的支持关系
成为可能，这是中国社会基本的社会团结［41］。虽然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经历巨大的革命性变迁，但是家

庭的核心功能依旧未有根本改变，市场化转型增加

了城市生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与非预期性，个人
在就业、医疗、伤残、意外事故、婚姻、养老等方面遭
遇的风险和变故也随之增加，家庭成员间的相互支

持成为非常重要的应对外界变化的前提［42］。

家庭支持主要是指家庭成员为个人提供的帮

助，这些帮助基本上可以分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
情感支持三部分。经济支持主要表现为金钱上的支
持，比如帮助已婚子女购房或者协助首付，定期或不

定期地给子女现金。生活照料主要表现为帮助子女
照看小孩以及日常家务料理。情感支持主要指当儿
女有事需要商量、建议或帮助时提供的支持。本文
的家庭支持侧重于生活照料。
已有关于女性劳动参与的中外研究都关注并在

不同程度上证明了家庭结构、家庭支持的影响，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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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性与父母同住时，赋闲父母的时间机会成本较

低且更熟谙家务料理与看护孙子女。为了最大化家
庭福利，父母会协助女儿或媳妇看护孩子、操持家
事，从而放松女性的时间约束并增加她们的市场劳

动供给。以日本为例，基于 1990 年 16－49 岁已婚妇
女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与父母或配偶父母同住显

著提高了女性参加工作( 尤其是全职工作) 的可能

性［43］(PP677－702)。阿基柯·欧伊斯( Akiko S． Oishi) 等学
者则进一步将家庭结构细分为与自己父母同住、与
丈夫父母同住以及与老人分开居住，发现与自己父

母同住显著增加了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而与丈

夫父母同住对女性劳动参与的促进作用则更为明

显［44］(PP35－48)。基于美国 1982－1992 年收入动态跟踪调
查数据中有至少一位存活父母的 25－64 岁女性样本
的研究发现，与父母同住显著增加了女性就业的可能

性［45］(PP149－175)。中国的相关研究也显示，与父母同住或
多代同堂家庭模式有助于减少女性的家务负担，一般

多代同堂家庭中老年父母会尽力协助女儿料理家务，

有助于她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工作，从而增加女性的就

业概率，有效地提高她们的劳动参与程度［11］［20］。
( 三) 劳动力市场机会结构

安德鲁·艾伯特( Andrew D． Abbott) 指出，各种各
样的行动者必须在一组机会和约束里工作，劳动力市

场机会结构是无形的历史传统［46］。林南( Lin，N． ) 认
为，行动者的选择是在结构性机会与约制中进行的，

而选择与机会、结构之间的互动也会改变与影响这些
机会与结构［47］。劳动力所面对的不确定性来源于市
场环境，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中，工作机会的分布不一

样，劳动力的失业风险也不一样，劳动力市场结构构

成了个人工作机会和生涯的社会空间。
型塑女性劳动参与的劳动力市场机会结构因素，

决定了客观职位空缺状况或客观的机会结构。其一
是就业机会的总体供应情况，这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经济发展水平、投资结构、创新等有密切关系，当经济
发展中就业机会可以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时，就业机

会较多，人们更有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伊沙贝
斯·可瑞尔( Elisabeth Croll) 关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中国女性就业境况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她认为改革

推动了工业发展、经济和社会制度变革，扩大了女性

就业的机会，减少了对女性劳动的家庭需求。只要愿
意，女性能够较容易找到 低 声 望、临 时 性 工
作［48］(PP336－337)。其二是不同年龄劳动人群的供给状况，

即是需求约束的劳动力市场还是供给约束的劳动力

市场，当劳动力市场中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存在庞大

的劳动力后备军时，求职者和在职者都处于比较弱势

的地位。求职者会面临严苛的考察与挑剔，而在职者
因大量外部更优秀者的存在而随时面临失去职位的

可能性。其三是职业群体的规模，即职业是扩张趋势
的还是衰落趋势，比如经济结构转型导致产业结构由

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型，对于女性劳动力的需

求会增加。西方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20 世纪 50 年
代之后女性就业参与的增加，与这种转变有密切关

系［49］。其四是职业的功能性要求，完成职业任务所需
的技能、资质，或者可以称之为劳动力市场上各种职
业在总体上对于适合其工作者的技能要求。埃里克·
欧林·赖特( Erik Olin Wright) 指出，较低的失业率，即
所谓“紧凑的”劳动力市场( tight labor market) 、拥有
雇主所需要的稀缺技术以及是否具有脱离劳动力市

场、完全依靠非工资收入而生活的能力，型塑了劳动
者的市场讨价还价能力［50］。失业率的上升对于女性
劳动参与会产生很大负面影响［9］。
( 四) 资源

资源是行动者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展开行动时

能够使用的条件，包括行动者自身拥有的以及其能

够利用的权力、知识、技能、工作经验、财物、社会关
系、信息等各种要素。一些可利用的条件是行动者
自身拥有的，如行动者因长期的人力资本投资而拥

有高于他人的技能等。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认为，对教育或技术资格的占有以及对体力
劳动力的占有［51］(P103) 是非常重要的市场能力，对于行

动者的就业机会获得、就业保障、职业生涯前景、各种
福利的获得至关重要。人力资本理论对于女性劳动
参与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关于资源状况型

塑的市场能力与行动者参与劳动力市场能力之间关

系的探讨。根据这种理论，个体的教育水平越高，那
么他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预期收益就越高，不参与劳动

的机会成本也越大，参与劳动的驱动力就越强。美国
社会的相关研究表明，从1978 到1998 年，教育对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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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的正面效应呈逐步增强的趋势［52］(PP22－31)。中国城
镇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亦表明，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影响

个体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8］。有些学者
认为教育对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正面效应有逐年

增大的趋势［16］，而吴愈晓通过 1995 年和 2002 年“中
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的比较发现，教育水平对
女性劳动参与的正面促进效应下降，教育的直接促进

作用在 1995年之后呈降低趋势［6］。

另有一些条件是行动者可利用的，如家庭经济资

源、社会资源等［53］。已婚女性最重要的家庭经济资源
是丈夫的市场经济能力，即通过劳动力市场参与而获

得的报酬或者收入。在美国，已有的研究发现，丈夫
的收入越高，妻子参与劳动的概率越小［14］(P272)。然而，

关于低收入家庭女性的劳动参与情况，经济学有“沮
丧的工人”( discouraged workers) 的说法，指的是低收
入家庭的女性通常文化程度较低，她们更容易失业并

对重新就业失去信心，从而永久地退出劳动力市

场［54］(PP8－11)［55］。杜凤莲等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
据，在女性应对儿童照料和劳动参与矛盾的决策上做

了专门分析，发现受过良好教育或者富裕家庭的女性

倾向于参加有酬劳动，并更可能把子女送到幼儿园接

受教育［56］。
( 五) 性别角色观念

制度环境和物质环境及其型塑的资源对于劳动

参与的影响，会受到社会文化对于家务劳动分工的期

许以及个体对这种期许认知的影响，人们如何看待家

务劳动、市场劳动的文化意义决定了谁做家务，谁去
工作或继续工作。性别角色观念反映了基于其性别
化分工理念的个人对有偿工作和家务劳动分工模式

的知 识，其 核 心 是 对“经 济 支 柱 /家 庭 主 妇”
( breadwinner /homemaker) 分工传统模式的态度与认
同［57］［58］。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将男性定位为“养家糊
口”的角色，并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性别分
工模式。信奉传统性别文化意味着没有恪守传统观
念的丈夫和妻子会受到配偶或社会的惩罚。事业型
的女性被认为是“不顾家”的、“没有女人味”的; 事业
上不如愿的丈夫也会被指责是“没能耐”“没出息”的
男人，这会鼓励妻子和丈夫向不同的劳动领域投

资［59］。因此，制度和物质环境及其资源对于劳动参与

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会受到性别角色观念这种社会

偏好的影响。
在关于性别家务劳动参与模式及其影响的研究

中，学者们发现，经济资源对于家务劳动的影响因“男
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观念表现出性别化的应对
策略，家务劳动分工中存在着“性别表演”( gender
display) ，挣得比丈夫多的妻子们可能会更多做一些
家务劳动，挣得少的丈夫有时则通过减少家务劳动以

彰显其男性气质［60］(PP652－688)［61］(PP322－335)。中国内地的不
少研究认为，传统的父权制和性别分工规范阻碍妇女

将其资源有效地转化为权力［59］［62］［63］。西方学者发现的
家务劳动参与方面的“性别表演”现象，也在近来关于
中国的一些研究中得到部分证实，如谢宇、於嘉等的
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地区的女性受到传统性别观念的

影响，无法持续地利用相对收入的增加来减少其家务

劳动，存在“性别表演”现象，但城镇地区女性相对收
入的增加可以帮助她们持续地减少家务劳动，去除

“性别表演”［64］(PP5－31)［65］。本文作者也曾在一项关于家
务劳动的研究中发现，性别角色观念并不独立地对

家务劳动参与和市场劳动参与产生作用，部分女性

的家务劳动在经济依赖与性别角色观念交互影响下

存在着形态与效应各异的“性别表演”，两性在劳动
力市场中的经济地位与社会文化期待交互影响型塑

着家务劳动参与［66］，在一定情境下，更趋平等的性别

观念对促进夫妻共同参与家务劳动和市场劳动具有

积极作用，具有性别平等意识的夫妻会更平等地担

负家务，更平等地决定劳动参与［66］［67］。

纵观既往关于性别角色观念对于家务劳动、劳
动参与的影响，基本上是以研究对象个体的性别观

念为核心考量。本文将从夫妻配对、动态关系的视
角出发，考察性别角色规范对于劳动参与的影响，夫

妻性别角色观念的状况及其差异，即使在同样的制

度、物质环境和资源情况下，其对劳动参与的影响可
能也会有所差别。
三、研究变量及其界定
( 一) 数据来源与分析对象

本研究使用了 2016年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CFPS) 2014 年( 以下简称 CFPS2014 ) 调查数据。
CFPS2014调查数据是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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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基线调查和 2012 年追访后的第二次追踪调
查，样本涵盖了中国 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具有较好
的全国代表性。基于本研究核心关注的是城镇已婚女
性的劳动参与状况，故选取的样本为城镇20－54岁的夫
妻配对样本，共 3664个，因个人收入、地区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就业率与劳动年龄人口等变量信息缺失而损
失的配对样本共 163个，最终有效分析样本为 3501个。
( 二) 变量测量与描述

因变量劳动参与指调查时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

状态( 正在参与编码为 1，否则为 0 ) ，参与社会劳动
状态包括正在工作和正在寻找工作两种情况。
因为 CFPS2014 调查数据没有关于职业变动史

和生育史的资料，其关于职业的信息只询问了 2010

年第一次调查时的情况，之后定期追踪数据中无本

人开始第一次职业的信息，因此本文暂时悬置了劳

动组织制度安排与劳动参与的关系。
家庭支持主要指家庭成员对于家务劳动、家庭

责任分担方面所提供的非制度性支持，以是否与父

母同住进行测量。分析样本中，未与父母同住者占
62． 90%，与妻子父母同住者占 4． 54%，与丈夫父母
同住者占 32． 56%。分析时，与妻子父母同住和与
丈夫父母同住被归为一类，反映与父母同住状况。
劳动力市场机会结构以三个变量进行测量。一

是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状况以及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可提供的经济机会。
2014 年地区( 3501 个有效样本共涉及 217 个地区)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均值为 55862． 19 元，标准差为
72241． 23。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较大。二是地区 16
岁及以上各种职业人口占 16 岁及以上人口的百分
比，这一比例反映区域就业状况，并对人们的就业选

择形成了一种约束。2014 年地区就业率均值为 65．
19%，标准差为 11． 07。三是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比例，
反映区域劳动力供给状况，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

使得劳动供给充足，在就业机会既定或者有限的情况

下，女性的劳动参与会受到约束。2014 年地区劳动年
龄人口比例均值为76． 33%，标准差为 5． 45。
性别角色观念。“性别角色”是与作为男人或女人

有关的社会角色。性别角色观念( gender-role attitudes)
是人们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地位、分工以及个人行为模

式的种种规定性的总和，它展示了人们关于什么样的

两性间角色关系是适当的规范和信念，对诸如什么样

的两性性别特征、性别角色期望、性别行为模式、性别的
地位和作用等是适宜性的提供了社会期待。

CFPS2014 调查问卷从四个方面测量了性别角
色观念。一是男女分工，测量的问题为“男人应该以
事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 二是女人婚姻，测
量的问题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三是女人子女，
测量的问题是“女人应该有孩子才算完整”; 四是男
人家务，测量的问题是“男人应承担一半家务”。调
查问卷对上述性别角色观念问题提供了五项选择:

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说不清、比较同意、非常同
意。对于前三个问题，越是不同意，越是倾向于认同
现代性别角色模式; 越是同意，则越是倾向于认同传

统性别观念。对于男人家务观念的测量则正好相
反。以男女分工为例( 其余类推) ，根据妻子本人和
丈夫的相应回答，将回答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者界

定为传统，其余的界定为非传统，可以区分四种夫妻

性别观念的类型，即“丈夫传统、妻子传统”“丈夫传
统、妻子非传统”“丈夫非传统、妻子传统”“丈夫非
传统、妻子非传统”。“传统”与“非传统”只是一种
对于性别观念趋向的大致测量，而不是认为性别观

念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可以截然区分。

就“男女分工”性别观念而言，丈夫传统、妻子
传统的占 46． 99% ; 丈夫非传统、妻子非传统的占
16． 88%。就“女人婚姻”性别观念而言，丈夫传统、
妻子传统的占 31． 16% ; 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的占
18． 02% ; 丈夫非传统、妻子传统的占 22． 74% ; 丈夫
非传统、妻子非传统的占 28． 08%。就“女人子女”性
别观念而言，绝对多数是“丈夫传统、妻子传统”类型，
占 61． 44%。就“男人家务”性别观念而言，越来越多
的人认可男性应该承担必要的家务劳动，“丈夫非传
统、妻子非传统”的占 76． 69%，而“丈夫传统、妻子传
统”的所占比例最小，为 5． 63%。

与以往研究一样，本研究使用女性的年龄、教育
水平作为女性人力资本因素的测量变量。教育水平
有受教育年限和受教育程度两种测量方式。样本中
城镇女性的平均年龄约为 39． 79 岁，标准差为 8． 84，
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 8． 82 年，其丈夫的受教育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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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9． 62 年; 女性的教育离散程度高于其丈夫。总
体而言，女性的人力资本不如其丈夫。从接受的教
育类别看，接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人较少，占

14． 48%，接受初中及以下教育者占 66． 47%，19． 05%
的人接受过高中程度的教育。
本文以丈夫年总收入测量家庭经济背景和经济

能力，2014 年其均值为 20185． 15 元，标准差为
27671． 58。在夫妻收入中，就所有女性而言，平均值
为 36%。就目前有劳动参与的女性而言，平均值为
43%。在模型分析时，本文仅考虑了丈夫的年总收

入，而不是家庭总收入。
本文以有无 6 岁以下孩子和在家的子女数量来

测量女性家庭责任的大小。2014 年 27． 08%的女性
有 6 岁以下孩子。平均每名女性拥有 1． 19 个孩子。
本文的主要控制变量是健康状况，根据调查问

卷中自评健康状况区分为两类: 自评非常健康、很健
康、比较健康者为一类( 统称自评健康者) ，自评不
健康者为另一类。自评健康者占 89． 46%，自评不
健康者占 10． 54%。本文分析基本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分析见表 1 与表 2。

表 1 类别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频数 百分比 变量 频数 百分比

教育程度 性别观念:男女分工

未上学 455 13 丈夫传统、妻子传统 1645 46． 99

小学 657 18． 77 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 706 20． 17
初中 1215 34． 7 丈夫非传统、妻子传统 559 15． 97

高中 667 19． 05 丈夫非传统、妻子非传统 591 16． 88

大学专科 312 8． 91 性别观念:女人婚姻

大学本科及以上 195 5． 57 丈夫传统、妻子传统 1091 31． 16

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 631 18． 02
子女状况 丈夫非传统、妻子传统 796 22． 74

无 6 岁及以下孩子 2553 72． 92 丈夫非传统、妻子非传统 983 28． 08

有 6 岁及以下孩子 948 27． 08 性别观念:女人子女

丈夫传统、妻子传统 2151 61． 44

与父母同住 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 388 11． 08
未同住 2202 62． 9 丈夫非传统、妻子传统 712 20． 34

与父母 /岳父母同住 1299 37． 1 丈夫非传统、妻子非传统 250 7． 14

性别观念:男人家务

本人健康状况 丈夫传统、妻子传统 197 5． 63

健康 3132 89． 46 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 408 11． 65
不健康 369 10． 54 丈夫非传统、妻子传统 211 6． 03

丈夫非传统、妻子非传统 2685 76． 69

表 2 连续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误 变量 均值 标准误

受教育年限

丈夫教育年限

8． 82

9． 62

4． 45

4． 00
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55862． 19 72241． 23

年龄 39． 79 8． 84
地区 16 岁及以上各种职业人

口占 16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65． 19 11． 07

孩子数量 1． 19 0． 84 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比例 76． 33 5． 45

丈夫个人年总收入 20185． 15 27671．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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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及其解释
( 一) 劳动参与基本样貌

数据分析显示，2014 年 20－54 岁已婚城镇女性
的劳动参与均值为 72． 07%，相比于其丈夫而言，低
17． 16 个百分点。
分年龄组看，20－24岁组的已婚城镇女性劳动参与

率最低，然后随年龄而逐步增加，到 35－39岁时达到高
峰，为 80． 44%，后又缓慢下降，到 50－54 岁时，尚有
60． 1%的人在不同程度地参与劳动，劳动参与率具有倒
U形特点。相比于女性相应年龄组的丈夫们，女性的劳
动参与率不仅显著低于男性，而且各个组之间的性别

差距有较大波动。性别劳动参与率差距尤甚的是 20－
24岁和25－29岁人群，家庭责任状况对于这种突出的差
距有重要影响。平均而言，有 6岁及以下孩子的女性，
其劳动的平均参与率为66． 56%，无6岁及以下孩子者，
为 74． 11%，与其相应年龄的丈夫相比，分别低 23． 77个
百分点和 14． 73个百分点。我们发现，不同年龄组丈夫
有无6岁及以下孩子者在劳动参与率上差距较小，甚至
有些有 6岁及以下孩子者的劳动参与率会更高。
就教育程度与劳动参与率的简单关系看，越是

文化程度高的女性，其劳动参与率也越高，女性大学

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的劳动参与率比未上学者高

17． 58%，男性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的劳动参与率
比未上学者高 20． 05%。家有 6 岁及以下孩子者对
于大学专科文化程度女性的影响最大，劳动参与率

的差别达 14． 87% ; 男性在这方面的差别不显著。
总体而言，与父母同住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更

高些; 但对于其丈夫而言，这种影响不明显，甚至可

以观察到与父母同住的丈夫，其劳动参与略低于未

同住的情况。
考察性别观念各个维度与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

系。其一是男女分工，发现“丈夫非传统、妻子非传统”
者的劳动参与率最高，为 78． 00%，“丈夫传统、妻子传
统”者的劳动参与率最低，为 68． 02%，而且家有 6岁及
以下孩子的女性与没有 6岁及以下孩子者一样保持了
非常高的劳动参与率。其二是女人婚姻，“丈夫传统、
妻子传统”者的劳动参与率最低，为 68． 56%，其他三类
女性在劳动参与率上稍高，但彼此间的差距不十分明

显，家中是否有小孩在四类性别观念的女性的劳动参

与上，也无法简单做出判断。其三是女人子女，单独而
言，“丈夫非传统、妻子非传统”者的劳动参与率最低，
其他三类情况之间以及有无子女与其关系都较难判断，

需要做进一步分析。其四是男人家务，单独而言，“丈夫
非传统、妻子非传统”者劳动参与率最高，为 75． 12%，丈
夫和妻子均传统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最低，为51．78%，有
没有小孩在劳动参与率上的变化并不明显( 见表3)。
( 二) 影响因素及其解释

1．劳动参与的 Logit回归分析
根据情境理性的劳动参与分析框架，以女性是

否进行劳动参与为因变量，以家庭支持、劳动力市场
机会结构、资源( 人力资本和丈夫经济收入) 、性别
角色观念等要素为自变量，对女性的劳动参与进行

Logit回归分析，为了考察上述要素对于拥有子女状
况不同的女性的影响机制是否会有差异，特别将夫

妻配对样本区分了三种情况: 无 6 岁及以下孩子、有
6 岁及以下孩子、有 6 岁及以下同住孩子( 见表 4) 。

2．家庭责任与性别劳动参与
家庭照料子女责任对于女性的劳动参与有显著

影响，家有 6岁及以下孩子显著地减少了女性参与劳
动的可能性，有 6 岁及以下孩子的女性，在控制其他
要素的情况下，其劳动参与可能性相比于没有者要减

少 1 /3。家有 6岁及以下孩子导致女性照看小孩的家
务劳动时间剧增，同时，相比于其丈夫而言，女性也更

多地担负起了日常采购、洗衣做饭、辅导功课、照料老
人等工作。本文作者等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
位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在婚、有工作的城镇 18－65 岁
男女，从 1990年至 2010年，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绝对
时间明显减少，但男性减少的比例更大。男性的家务
劳动时间减少了 170%，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只减少
了 110%。1990年男性工作日每天家务劳动时间为
128． 2分钟，女性为 258． 6分钟，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约
是男性的 2倍; 2000年男性工作日每天家务劳动时间
为 88． 1分钟，女性为 214． 2 分钟，女性家务劳动时间
约是男性的 2． 4倍; 2010年男性工作日每天家务劳动
时间为 45． 1分钟，女性为 106． 9 分钟，女性家务劳动
时间约是男性的 2． 4倍［66］; 2014年男性工作日家务劳
动时间为 1． 07个小时，女性为2． 34个小时，女性家务
劳动时间约是男性的 2． 1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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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本变量和城镇夫妻劳动参与情况 单位:%

变量

妻子 丈夫

总体
无 6 岁及

以下孩子

有 6 岁及

以下孩子
总体

无 6 岁及

以下孩子

有 6 岁及

以下孩子

总体 72． 07 74． 11 66． 56 89． 23 88． 84 90． 30

年龄

20－24 岁 48． 53 73． 53 40． 20 87． 30 94． 44 84． 44

25－29 岁 65． 88 74． 55 63． 20 90． 22 93． 59 89． 31

30－34 岁 72． 06 72． 04 72． 07 92． 20 92． 96 91． 86

35－39 岁 80． 44 81． 74 76． 74 90． 74 92． 28 88． 44

40－44 岁 78． 86 78． 58 81． 54 92． 06 91． 58 95． 29

45－49 岁 78． 68 78． 79 66． 67 91． 03 90． 92 94． 74

50－54 岁 60． 10 60． 10 － 87． 22 87． 17 100． 00

55－59 岁 － － 77． 20 77． 20 －

教育程度

未上学 70． 11 70． 68 66． 07 87． 25 87． 50 86． 05

小学 72． 45 74． 81 63． 50 87． 75 86． 04 92． 50

初中 67． 33 70． 85 59． 30 89． 03 89． 05 88． 96

高中 70． 91 71． 28 70． 05 89． 28 88． 97 90． 21

大学专科 85． 26 90． 55 75． 68 93． 43 93． 67 92． 98

大学本科及以上 87． 69 89． 08 85． 53 97． 20 98． 69 94． 85

是否与父母

同住

未同住 71． 44 72． 08 68． 21 89． 92 89． 04 94． 29

同住 73． 13 79． 28 65． 52 88． 07 88． 32 87． 76

性别观念:

男女分工

丈夫传统、妻子传统 68． 02 70． 62 59． 37 86． 57 86． 89 85． 49

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 75． 07 80． 09 66． 67 90． 23 89． 82 90． 91

丈夫非传统、妻子传统 73． 88 74． 71 70． 97 91． 41 90． 34 95． 16

丈夫非传统、妻子非传统 78． 00 77． 80 78． 45 93． 40 92． 20 96． 13

性别观念:

女人婚姻

丈夫传统、妻子传统 68． 56 70． 83 61． 82 83． 50 84． 07 81． 82

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 74． 64 76． 70 69． 32 89． 38 89． 01 90． 34

丈夫非传统、妻子传统 74． 12 75． 12 70． 98 91． 58 90． 88 93． 78

丈夫非传统、妻子非传统 72． 63 75． 41 66． 45 93． 59 92． 64 95． 72

性别观念:

女人子女

丈夫传统、妻子传统 71． 64 74． 34 64． 53 87． 96 88． 01 87． 84

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 72． 16 75． 36 64． 29 89． 18 88． 77 90． 18

丈夫非传统、妻子传统 74． 72 75． 00 73． 89 92． 13 90． 60 96． 67

丈夫非传统、妻子非传统 68． 00 67． 74 68． 75 92． 00 90． 86 95． 31

性别观念:

男人家务

丈夫传统、妻子传统 51． 78 52． 76 50． 00 68． 53 69． 29 67． 14

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 66． 42 71． 00 57． 55 79． 66 79． 93 79． 14

丈夫非传统、妻子传统 63． 03 64． 38 58． 82 92． 89 94． 38 88． 24

丈夫非传统、妻子非传统 75． 12 76． 66 70． 64 91． 92 90． 84 9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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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家庭责任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

变量 全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 无 6 岁及

以下孩子)

( 有 6 岁及

以下孩子)

( 有 6 岁及

以下同住孩子)

有 6 岁及以下孩子 0． 667＊＊＊ － － －

子女数量 0． 988 0． 999 0． 950 －

年龄 1． 592＊＊＊ 1． 555＊＊＊ 1． 397＊＊ 1． 395＊＊

年龄平方 0． 994＊＊ 0． 994＊＊＊ 0． 996 0． 996

文化程度( 未上学为参照组)

小学 1． 088 1． 125 1． 039 1． 183

初中 0． 961 1． 014 0． 902 1． 043

高中 1． 315* 1． 254 1． 511 1． 823

大学专科 3． 239＊＊＊ 5． 092＊＊＊ 1． 906 2． 253*

大学本科及以上 3． 882＊＊＊ 3． 908＊＊＊ 3． 693＊＊ 4． 534＊＊

丈夫年总收入( 万元) 0． 950＊＊＊ 0． 957＊＊ 0． 922＊＊ 0． 921＊＊

同住情况( 未同住为参照组) 1． 190* 1． 254* 1． 150 1． 310*

不健康( 健康为参照组) 0． 599＊＊＊ 0． 555＊＊＊ 0． 929 0． 950

性别观念:男女分工

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 1． 491＊＊＊ 1． 617＊＊ 1． 401* 1． 331

丈夫非传统、妻子传统 1． 264* 1． 240 1． 415 1． 441

丈夫非传统、妻子非传统 1． 559＊＊＊ 1． 340* 2． 189＊＊ 2． 121＊＊

性别观念:女人婚姻

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 1． 080 1． 082 1． 143 1． 076

丈夫非传统、妻子传统 1． 069 1． 096 1． 108 1． 054

丈夫非传统、妻子非传统 0． 906 0． 989 0． 777 0． 689*

性别观念:女人子女

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 0． 835 0． 863 0． 793 0． 815

丈夫非传统、妻子传统 0． 990 0． 832 1． 446* 1． 493*

丈夫非传统、妻子非传统 0． 775 0． 694* 1． 183 1． 239

性别观念:男人家务

丈夫传统、妻子非传统 2． 168＊＊＊ 2． 828＊＊＊ 1． 355 1． 255

丈夫非传统、妻子传统 1． 668＊＊ 1． 839＊＊ 1． 598 1． 838

丈夫非传统、妻子非传统 3． 051＊＊＊ 3． 712＊＊＊ 2． 140＊＊ 2． 046＊＊

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对数 1． 283＊＊＊ 1． 285＊＊＊ 1． 344＊＊ 1． 273*

地区 16 岁及以上各种职业人口占 16 岁及以上人口% 1． 020＊＊＊ 1． 022＊＊＊ 1． 012 1． 013*

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比例% 0． 934＊＊＊ 0． 916＊＊＊ 0． 955＊＊ 0． 960*

常数项 0． 0006＊＊＊ 0． 0028＊＊＊ 0． 0007＊＊＊ 0． 001＊＊

样本数 3501 2553 948 901

Log likelihood － 1872． 94 － 1309． 98 － 541． 63 － 540． 66

pseudo Ｒ2 0． 097 10． 28 10． 34 10． 50

注: ( 1) 性别观念四类变量的参照组均为“丈夫传统、妻子传统”; ( 2) * 表示 p ＜ 0． 05，＊＊表示 p ＜ 0． 01，＊＊＊表示 p ＜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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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源
总体而言，教育对于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有显

著的积极促进作用，越是教育程度高者，其参与劳动

的可能性越大。教育对于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不是
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而表现为一种类别意义上具

有质的差异的特征。在不考虑家庭责任的情况下，

大专教育程度的女性相比于未接受教育者，其劳动

参与的可能性要高 2． 239 倍; 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女
性，其劳动参与的可能性比未受教育者高 2． 882 倍。
在都有家庭责任的情况下，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

女性，其劳动参与显著高于其他人群。大学教育增
强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与回报，使这些

女性更有力地打破了家庭责任型构的束缚。大学教
育对于家有 6 岁及以下孩子的女性是否继续参与就
业发挥了更为重要的激励作用。
家庭经济背景和经济能力状况会影响女性的劳

动参与。随着丈夫收入的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的可
能性下降，丈夫年总收入每增加 1 万元，女性劳动参
与的可能性会减少约 4． 7%。相比之下，丈夫收入
对家有 6 岁及以下孩子的女性的劳动参与影响程度
更大，丈夫收入每增加 1 万元，其妻子劳动参与的可
能性下降 7． 9%，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生
育和照顾 6 岁及以下孩子的阶段，家境较好的女性
中断职业的可能性远大于家境较差的女性。

4．家庭支持
与父母同住可显著提升女性的劳动参与，其劳

动参与可能性比未同住者高约 19% ; 对于那些没有
6 岁及以下孩子的女性，与父母同住其劳动参与可
能性比未同住者高约 25． 4%。从模型 2 看，家有年
幼孩子却与父母同住，似乎并未对女性的劳动参与

有显著帮助。进一步分析发现，家庭对于子女照看
的代际支持可能有不同的方式，或住到儿女家，帮助

照看小孩或做家务; 或虽不住在一起，但依然承担起

照看小孩的责任，如将幼小孩子接到身边，或者因为

住得临近，随时可以进行照顾。数据显示，样本中有
948 对夫妻表示家有 6 岁及以下的孩子，但是有 47
对夫妻( 约 5% ) 表示孩子没有与自己生活在一起，
主要由妻子父母或者丈夫父母照看。本文特别对有
6 岁及以下同住孩子的女性劳动参与情况进行了分

析，发现与父母同住者相比于非同住者，其劳动参与

的可能性要高 31%。这意味着对家有 6 岁及以下孩
子的女性而言，父母支持的意义更为凸显。

5．机会结构
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明显受到机会结构的约束

或激励。经济快速发展往往意味着能够创造出更多
的就业机会，惠及各类人群，也包括女性。模型 1 显
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越高地区的女性，其劳动参与

的可能性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较高
的就业率具有积极连带效应，能带动更多人群就业，

地区 16 岁及以上人口就业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已
婚女性就业的可能性会增加 2% ; 而地区劳动适龄
人口越多，则因为劳动力供过于求会导致已婚女性

就业的可能性降低，其劳动供给比例每增加 1 个百
分点，女性就业的可能性会减少 6． 4%。对于家无 6
岁及以下孩子的已婚女性而言，就业可能性会减少

8． 4% ; 对于那些家有 6 岁及以下孩子却与父母同住
的已婚女性而言，劳动力供求状况对于其影响程度

略低，其比例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女性劳动参与可能
性下降 4%。我们的猜测有二: 其一，家有 6 岁及以
下孩子的女性劳动参与因为家庭责任约束较高，机

会结构对有硬约束女性的影响弹性会相对较小。其
二，生育后的女性，市场会认为她们完成了生育使

命，因此会有更多就业的可能性。
6．性别角色观念
本文从四个方面考察了人们有关性别角色的观

念和知识与劳动参与的关系。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
有显著影响的性别观念有两类。其一是有关性别分
工的观念。在控制了其他各类要素的情况下，以夫
妻双方都高度认可“男人应该以事业为主，女人应该
以家庭为主”的女性为参照，丈夫高度认可这一传统
分工模式，而妻子并不认可的，其女性劳动参与的可

能性高 49． 1% ; 丈夫不认可这一传统分工模式，而
妻子高度认可的，其女性劳动参与的可能性高

26． 4% ; 夫妻双方都不认可这一传统分工模式的，其
女性劳动参与的可能性会提高 55． 9%。对家有 6 岁
及以下同住孩子的女性来说，如果夫妻双方都不认

可传统的性别观念，则在其他要素相同的情况下，其

劳动参与的可能性比夫妻双方都高度认可这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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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者高出 1． 12 倍。其二是对男人承担家务的认
可。在控制了其他各类要素的情况下，以夫妻双方
都高度认可“男人应承担一半家务”者为参照，则丈
夫不认可而妻子高度认可者，其女性劳动参与的可

能性高 1． 168 倍; 丈夫高度认可但妻子不认可者，其
女性劳动参与的可能性高 66． 8% ; 夫妻双方都高度
认可这一性别分工模式时，其女性劳动参与的可能

性高 2． 051 倍。即使对于家有 6 岁及以下同住孩子
的女性而言，家务劳动平等分工的观念依然具有显

著作用，特别是夫妻共同认可这一性别分工模式时，

女性的劳动参与相比于夫妻双方都不认可这种观点

的高 1． 046 倍。这表明，夫妻间对性别分工的认识
深刻地影响着已婚女性的职业取向。
模型( 全部样本) 显示，夫妻关于“干得好不如嫁

得好”与“女人应该有孩子才算完整”的性别角色观
念，在控制其他要素的情况下，并不对已婚女性劳动

参与产生显著影响。劳动性别分工的认知对女性劳
动参与有显著影响，具有现代的性别分工意识是家有

6岁及以下孩子的女性劳动参与的重要影响因素，丈
夫拥有现代的性别分工观念同样具有重要的支持

作用。

五、结论与讨论
( 一) 结论

本文的分析发现主要如下。
1．城镇 20－54 岁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显著低于
男性，总体劳动参与率均值为 72． 07%，相比其丈夫
而言低 17． 16%。家有 6 岁及以下孩子对于女性的
劳动参与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但并未对丈夫产生类

似影响。
2．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是一种社会经济行
动，其参与是制度与物质环境及由制度环境与物质

环境交互作用型塑的资源和偏好影响型塑的结果，

是一种情境理性下的选择。本文将之界定为情境理
性劳动参与分析框架。

3．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因其依附的劳动组织制
度安排不同而存在差异。越是在效率优先为主导的
劳动组织方式下工作，在面临诸如生育与 6 岁及以
下孩子照顾事项时，越会面临是否继续工作的挑战。
虽然计划经济时代以单位制为主要特征的国有企事

业单位也进行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但依然存有某

些单位制痕迹的劳动组织方式，依然为已婚有 6 岁
及以下孩子的女性提供一些庇护。

4．家庭支持对于育有 6 岁及以下孩子的女性尤
为重要，最重要的家庭支持来自双方父母，尤其是双

方的母亲。3501 对夫妻中，与父母同住比例为 37．
1%，其中与丈夫父母同住者占 78． 5%。家庭支持
有多种方式，最主要的是同住并照看小孩和料理家

务。在同样的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机会结构下，有着
同样人力资本的有 6 岁及以下同住孩子的女性劳动
参与概率因与父母同住而提升了 31%。

5．自身拥有及其可利用的资源状况能够型塑个
体在某种劳动制度安排和劳动力市场机会结构约束

下的选择。教育或技术资格是女性最为重要的具有
市场能力的资源。教育对于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不
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在接受过的教育类别

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大学教育显著增强了女性在劳

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与回报，使这些女性更有力地

打破了家庭责任型构的束缚。丈夫的市场经济能力
是女性可利用的重要的家庭经济资源，其对女性劳

动参与决策既有促进也有抑制作用，女性的劳动参

与随丈夫经济收入的提升而下降。
6．劳动力市场机会结构对于已婚女性的劳动参
与有显著影响。经济快速发展创造的就业机会为女
性劳动参与提供了更大的平台，而劳动力供过于求

则使已婚女性就业的可能性降低。劳动力市场机会
结构的改善，对于提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意义重大。

7．性别规范与文化特别是对家务劳动分工的期
许和个体对这种期许的认知，调节着一定制度环境、

物质环境和资源条件下的个体劳动参与选择。对性
别分工的认识是影响已婚女性劳动参与最为重要的

文化规范。现代性别分工意识提升已婚女性的劳动
参与。同时，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还受到其丈夫性
别分工意识的影响。数据分析证明，在同样的家庭
责任以及同样制度、物质环境和资源情况下，夫妻双
方都认可现代性别角色观念者，其女性劳动参与的

概率最高。
8．已婚承担家庭责任特别是家有 6 岁及以下孩
子的女性劳动参与何以可能? 主要是因为相比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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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女性而言，她们面临的来自制度和物质环境的约

束较小。从群体特征上看，她们的文化程度更高，在
劳动力市场机会结构中有着更好的位置; 她们得到

父母支持，家庭经济情况既非大富大贵也非捉襟见

肘，所以她们的劳动参与对于家庭和自身都有意义;

她们更认可现代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其丈夫有着

相似价值观并在实践上给予其支持。但是具有上述
群体特征的女性，在全部已婚育有 6 岁及以下孩子
的女性中并不占据多数。全部样本中，大学及以上
文化程度、有 6 岁及以下孩子并劳动参与的女性占
全部有 6 岁及以下孩子样本的 8%，占全部分析女性
样本的 2． 2%。性别观念上，不认可“男人应该以事业
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的女性，占全部有 6 岁及
以下孩子样本的 19． 09%，占全部分析女性样本的
5． 17%，具有上述特征的女性才能够既有劳动参与，
又能实现其母职身份，但只有少数女性能够达成。
( 二) 讨论

本文提出的情境理性劳动参与分析框架，强调

了劳动参与作为一种社会经济行动，嵌入于制度、结
构和文化架构之中，通过对 CFPS2014 夫妻匹配数据
的分析，部分地验证了情境要素与劳动参与选择之

间的关系。
如果将女性的劳动参与放入对中国改革开放四

十年整个经济变迁的进程中来认识，本文或许有助于

理解中国城镇居民日常生计的模式。对于儿童抚育
来说，家庭依然是人们生计的重要组织单位，家庭在

夫妻之间和代际之间运用自身已有的资源和知识积

累实现生存。道格拉斯·诺思( Douglass C． North) 认
为，经济变迁的来源在于人口统计特征、知识存量和
制度的根本改变［68］。在中国经济变迁的过程中，中国
劳动的组织方式深刻地依赖于家庭的支持和对性别

分工的认知，以家庭为单位实现生计的方式是中国社

会应对转型的重要内容，它同样依赖于女性多种形式

的劳动贡献。
但目前的分析是初步的，分析框架的解释力需

要更多理论探讨及更有代表性的数据的支持。在数
据和模型建构上，目前的分析存在一些有待改进之

处，如没有纳入劳动组织制度安排相关变量，使得理

论框架的检验不够完整; 没有控制同住父母的身体

健康状况，使得那些因为需要照顾父母而导致劳动

参与受到影响的情况难以辨明; 也没有考虑非同住

父母对子女家庭的支持，窄化了对于家庭支持的分

析。另外，因为纳入分析的变量的部分数据缺失信
息，导致最终进入模型的分析样本流失，可能影响模

型分析的稳定性。最为重要的是，本文分析模型只
是检验了劳动组织制度安排、家庭支持、资源、机会
结构与性别观念各自对于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对于

这些要素之间彼此交互关系的状况以及对于劳动参

与的影响，未能展开深入分析。本文仅是抛砖引玉，
我们呼唤更多的研究者对此进行关注，也期待在有

高质量的面板数据后，可以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因果

机制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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